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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曉峰，現任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執行編輯。本文是作者代表《文化雜誌》出席2001年10月由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在昆明舉

辦的“西南、西北、海上絲路比較研究學術討論會”所提交的報告文稿。

《文化雜誌》創刊於1987年4月，恰好迎上那極具歷史性象徵意義的中葡友好大事，即在1987

年3月26日於北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之後那共

度蜜月的聯歡時辰。當時它在澳門作為唯一的標榜研究文化的純學術刊物，“亦為切磋學問的論

壇”，定其宗旨為“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探討澳門獨特個性及葡萄牙人遠航東方的歷史影響，進

而加強兩國之間的密切往來”（1）。為了面向國際學術界，這份季刊一開始就分別以葡、中、英三種

文本出版。《文化雜誌》的面世，見證了澳門回歸祖國過渡期所蘊涵的極其深刻的中華民族振興的

重要歷史進程，可以說，亦相當適時地翻開了澳門歷史文化研究領域的新篇章。

澳門港與海上絲路

澳門《文化雜誌》反映的研究成果

段”和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念，恰好可借作觀察澳門

港四個多世紀以來歷史遽變時期進行宏觀評估的方法論

依據。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在這一歷史時段的宏觀視野

裡，恰好涉入中華民族爭取獨立自主和走向現代化的史

詩以及東西方文明會通趨向“世界一體化”的交響樂之

中，而其中令人回味無窮的主旋律就是激越而寬廣地䓪

響於世界近代史的那一段“海上絲路”的迷人樂章了。

一

1986年5月葡萄牙著名的愛國民主鬥士、社會主

義者（2）蘇亞雷斯（Mário Soares）總統在里斯本貝寧

宮主持新任澳督馬俊賢（Pinto Machado）博士就職典

禮上宣告：“終於，我們將推行一條符合澳門實際、

重視澳門獨特價值的文化政策。”（3）於是，一位醫學

教授出身的澳門史上罕見的文人總督到澳門履職，隨

即籌建“澳門文化學會”（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自從1974年葡萄牙“鮮花革命”推翻薩拉查獨裁

政權之後，葡萄牙民族開始邁入現代化建設的新時

期，精神面貌為之一新，而新老殖民主義在澳門亦被

拋進了歷史垃圾堆。80年代中國的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迅速地形成東方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也照亮了澳門的

前景。中葡社會的飛躍發展為澳門提供了尋求自身可

持續發展的參照系。而澳門自身發展不可或缺的主體

因素是，必須發掘與評估歷史曾經相當嚴峻和相當慳

吝地賜予這塊彈丸之地的東西方文化遺產及其屬於全

人類的精神價值。澳門亦將由此萌動面向未來發揮自

身獨特魅力的強烈願望。然而，任何推陳出新的觀念

改造和付諸實現的變革舉措，皆有賴於推動者對人類

文明偉大歷史感的深刻領悟和社會成員自覺意識之提

昇而形成的群策群力的整體參與。

《文化雜誌》就是在澳門歷史質變的這一關鍵時刻

——自16世紀中葉以降歷史漸進性中斷而朝未來飛躍的

前夕誕生，這是最適宜也最迫切需要人們去瞻前顧後的

珍貴時刻。布羅代爾所指的“世界的時間”、“歷史時

繅絲女（亞慜布油畫　163 x 123cm　第8屆全國美展獲最高獎項作品）　林永康作．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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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文化雜誌》創刊。其時，葡語為澳門官

方語言，居民大部份操粵方言，葡人與華人對話更多

的是使用英語。《文化雜誌》用葡、中、英三語出版

寄往世界各地，其設定宗旨為“主要探討以下領域：

澳門中葡關係，以及華夏文化和葡萄牙文化在亞太區

的影響。”（4）然而，當時澳門“由於不存在有關澳門

社會科學領域，⋯⋯（雖然）澳門具有絕無僅有的研

究條件，卻直到如今不鼓勵專家學者從事不同文明史

的比較，以及相互之間關係的研究。”（5）20世紀的澳

門，號稱“東方蒙地卡羅”，亦被人譏為“文化沙

漠”，學術空間幾乎闕如。

令人感到異乎尋常的是，《文化雜誌》創刊號收

進了一份〈九十年代文化綱領〉文件，開頭就羅列了

六條“預期達到的宏偉目標”，第一條提到“從文化

角度統籌考慮有關澳門前途的問題”。此文件顯然側

重於保護和加強葡萄牙文化在澳門所有的影響，然而

當局已開始強調“文化承擔無可爭辯的角色”，已肯

定地“將文化領域加入發展總綱領之中”。（6）文件最

後部份之最後一條更令人拭目以待：“通過給予獎學

金和頒獎形式，支持澳門學者及其研究在澳門史和文

化問題之工作，⋯⋯將具有歷史文化重要意義的學術

研究譯成葡語或中文。”這似乎就為90年代澳門“史

無前例”的文化藝術（包括學術研究和出版）的走向

雨季創造了一種適合於雜花競綻的綠洲環境，而《文

化雜誌》亦由此得以獲得賴以生存的“純學術性”品

質，逐漸地引起中外學者的關注和支持。

二

《文化雜誌》創刊號刊登了葡萄牙學者白麗妲

（G. N. Batalha）〈澳門地名考〉和布拉加（J. M.

Braga）的〈第一次中葡和約〉（係指1556年1月15日

蘇沙給魯依斯王子的信）、德國學者帕達克（Roderik

Ptak）的〈明朝年間澳門的檀香木貿易〉等涉及澳門

海貿的重要論文。第二期出現中國學者黃啟臣、鄧開

頌合撰的〈明代對外貿易的發展〉，他倆從80年代初

就合作進行明清澳門海貿史的專題研究，二十多年來

合力以赴，對澳門海交史研究貢獻良多。第三期刊登

印度龐貝大學維約（S. V. Velho）博士的〈葡萄牙航

海家在東方沿海諸社會可能存在的影響〉，他提出

“葡萄牙熱帶開發模式”有別於大部份歐洲國家以武

力進行經濟掠奪的論點，認為葡人與東方的接觸建立

了廣泛的交流而雙方都得到益處。

在《文化雜誌》創刊時期可見到葡籍學者突出的

貢獻，其中路易（Rui Brito Peixoto）的系列論文探討

中國南部社會群體差異，包括華南漁民習俗、“蜑

家”和“漁欄”作為南方經濟關係的兩個因素，以及

有關漁民群體之藝術、傳說和宗教儀式的文化人類學

研究方面，開拓了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

向。路易當時已具有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學位，

他是首批獲得澳門文化學會獎學金進行澳門課題研究

的學者之一。

澳門天主教會的飽學之士、著名的澳門史家文德

泉（Manuel Teixeira）和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二位神父的文才令人欽佩。他倆像其先輩利瑪

竇那樣，既是澳門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者，又堪稱資深

的澳門歷史學家，對澳門的歷史文獻做了大量保存和

研究工作，這是教外學者所無法替代的。

潘日明神父〈中國古代對外開放還是閉關自守〉

一文高度評價中國古老文明的人文價值，認為中國善

於吸收西方及鄰國的文化精髓，“並且化為己有，而

不會失掉自己的特徵”；而西方人士在研究中國文化的

時候感到驚訝和難以探測，其原因是“西方人士承受了

希臘及拉丁式的古典派教育、亞里士多德及多瑪斯學派

的思維方式，更難正確地品嚐遠東文化的精髓。”（7）

澳門的教會學者對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不僅由衷贊賞，

而且深有體悟，所著所述，有待後學整理研究。

我們看到20世紀罕有的一位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

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所著《澳門史略》中

有關“康寶山船隊毀滅”（8）的記述。高美士曾將《澳

門記略》譯為葡文本，其誤讀或誤譯之處亦成為“澳

門學”史料比勘的珍貴遺產之一，因為其中反映了語

言和歷史背景差異的歷史語言學和文化學知識。

《文化雜誌》自始就刊載了不少有關文學藝術方

面的作品欣賞和評論美文，葡、中和澳門不少學人也

一位接一位地在《文化雜誌》上亮相，如資深的“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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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土生葡人文化史”專家阿馬蘿（An a  M a r i a

A m a r o ）、澳門歷史文獻學專家山度士（ I s a ú

Santos），中國著名的澳門史專家戴裔吡的入室弟子

章文欽和在澳門本地嶄露頭角的學者徐新、梅士敏、

劉羡冰、鄭煒明、黃漢強、趙文房、李觀鼎⋯⋯他們

率先為《文化雜誌》撰寫的文章，值得我們在今天回

首往事時重新咀嚼品嚐一番。本刊亦藉此珍貴時刻感

謝諸位學人對《文化雜誌》篳路藍縷所作的貢獻。

三

90年代初《文化雜誌》的學術論文水平有所提

高，如刊出希德（9）的〈葡萄牙埃沃拉市檔案館保存有

關澳門和中國的文件〉。那份手抄件保存了甚有價值

的澳門早期史料，如關於1625年澳門人口狀況，涉及

基督教收養兒童（atai和amais，粵語阿弟和阿妹的音

譯）之禁止買賣指令，1700年前耶穌會士在中國、日

本、東埔寨、老撾、交趾支那和錫蘭的活動，1595年

印刷的中國地圖和16世紀末尚未標上聖保錄學院的木

刻印版〈澳門平面圖〉等稀珍史料。其中摘錄的一些

對早期澳門的描述，相當真實。如稱澳門地處中國海

岸一個半島的南岬角的北面，高22.5度，是十五個省

之一的廣東省香山的一個海灘：“這個半島的端角的

名字是我們和澳門當地人叫出來的。”“澳門⋯⋯最

突處為五十步，最寬為三百五十步，橫跨東西兩個海

灘。”（10）由此原始史料可知葡人租借地Macau並不

包括“娘媽角”地望，將Macau譯為“澳門”並不準

確，因為Macau原來祇是“澳門”之部份地界而已。

曾任國際亞洲歷史學家聯合會主席的東方學家潘

日明神父的〈唐．若奧五世在遠東的外交政策〉（11）

一文探討葡萄牙經歷“西班牙菲利浦王朝奴役時期”

丟失了霍爾木茲、馬六甲、馬魯古群島和錫蘭之後，

“最遙遠孤立的屬地”澳門如何成為東南亞聯接印度

次大陸和中國、日本的戰略要地，使“在巴西，在非

洲，甚至在東方重新奪得⋯⋯那些原來失去了的領地

當中最好的部份”，進入莫桑比克內地、馬達加斯

加、班達（Pontá），使果阿佔領地擴大三倍，而在外

交上“與波斯取得接近”，唐．若奧五世竟有能力

“同中國大清皇帝康熙和交趾國王阮福調互設豪華的

使館”。據平托《遠遊記》，葡人在1540年已同帕塔

尼蘇丹王后、高棉和交趾有貿易往來，成為東南亞與

中國海貿的中介人。1639年澳門和日本貿易中斷之

後，澳門葡人聯同華人找到新的貿易對象，主要有會

安、河內、馬尼拉、望加錫。“當時交趾國本土的、

以及來自中國內地和澳門的商賈雲集會安”，“中國

人和日本人⋯⋯佔了會安城居民人口的一大半”。由

此推測，自16世紀以降澳門與東南亞的海上貿易往來

與中國西南絲綢之路聯通的商貿來往和文化交流網絡

是存在的，澳門扮演了相當積極主動的角色。

R. Ptak提供的〈中國和葡萄牙的海上策略〉（12）

對明初的中國貿易體制和葡國的印度屬地進行比較研

究。出身於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博士、後任美因茨大

學漢學教授的這位博學之士，從“歐洲中心論”和

“中國中心觀”的交點出發，比較研究中、葡在亞洲

海上貿易“各自得勢”的“前後兩個層次”之“幾個

最主要的方面”，為《文化雜誌》的讀者群打開了一

個全方位觀察近代海洋世紀的大視野，提出了剖析

“中國體制”和“葡國體制”內在區別的深刻見解。

許多例證說明中國內部的需求如何影響海上貿易商品

的流向和亞洲內部全盤的貿易格局，像中國對馬匹的

大量需求竟使琉球群島也加入馬匹交易，胡椒和蘇木

成為明初官員俸祿的實物部份引起幾乎東南亞所有國

家都向中國供應，而中國輸出的絲綢和瓷器則無遠弗

屆。比較鄭和下西洋和葡人經營遠東海貿時代兩者旨

趣迥異的原因，則須深入探討“大明體制”和“葡萄

牙體制”的內在差異。像澳門這樣的葡屬基地“不僅

服務於經濟目的，也是歐洲化和文明的橋頭堡”，而

東南亞的華埠卻是中國私營商人建立的。“在葡萄牙

的亞洲屬地，天主教以其良好的制度和組織對傳播歐

洲的思想文化立了大功”；而明朝的體制則無類似的

“宗教的上層建築”，祇被用來謀求“世俗”的目

標。“傳教意味妷決不從亞洲自行撒出，⋯⋯要是里

斯本放棄過多地盤，羅馬永遠不會原諒它。”而“中

國的良知是按照很不相同的模式雕出的”，“中國在

道義上和文化上都感到自足，⋯⋯外部世界並非需

要，如果情況需要，中國可以在‘思想意識’的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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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進而擴張，退而耽於‘光榮孤立’，完全不理

‘現實的理由’。”支持葡人在亞洲冒險事業的背後

是“上帝和財神”，加上它全然是個航海小國；而支

配大明體制的則是“財神與帝德”，它祇注視長城，

不想再涉足汪洋大海。因此，葡萄牙成了中國在亞洲

海域的繼承人，澳門則成為歐洲人在遠東的第一塊也

是最後一塊“飛地”。

四

《文化雜誌》原總編輯官龍耀 (Luís Sá Cunha)是

最先從里斯本派到澳門主持雜誌編務工作的。他是一

位少有的熱衷於葡中文化交往史和澳門物事的評論

家。他妷迷於葡萄牙文化在遠東的影響，研究澳門文

化態度積極，長年累月，接觸中國學者的論文多了，

進而重視中西雙向交往互動的歷史事實，對中國學者

日漸深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欣賞。

創刊時擔任副主編兼美術設計的澳門土生青年藝

術家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於1989年底上任澳門

文化司署主席（其前身即澳門文化學會），重整編輯

部，邀筆者任中文版編審。1991年夏北京大學舉行東

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祝賀季羨林教授80華誕典

禮，馬若龍、何麗鑽（當時任公關部主任、現任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局長）、我和劉月蓮赴京與

會，先在王府飯店拜會了艾青和北京多位詩家教授

（《文化雜誌》創刊時曾參與共同提名艾青作為諾貝

爾文學獎候選人）。我們一行到北大受到熱烈歡迎，

中外專家對澳門開始重視文化交流和學術研究予以很

高的期望。尤其是季羨林先生，他聽了澳門代表的發

言（13）後，馬上在會上語重心長地指出研究澳門文化

的重要性。在大會結束時，季老特地請韓國學者留下

座談發生於澳門的16世紀以來東西方文化交往的重大

歷史影響。季老講話的主要內容後來寫進了他的一篇

序言裡（14），茲錄於此：

大家都承認，中國的西化給中國帶來了好

處。弊端當然也有，這裡先不談，好處畢竟是

主要的。溯源追本，西方文化是怎樣進入中國

的呢？這就不能不提到澳門。在中國五千多年

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

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

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說，是明末清

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整個清代將近

三百年的期間，這種傳入時斷時續，時強時

弱，但一直沒有斷過（中國文化當然也傳入西

方，這不是我在這裡要談的問題）；五四運

動，不管聲勢多麼大，祇是這次文化交流的餘

緒。可惜的是，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這十分

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 。我說這話，完全

是根據歷史事實，明末最初傳入西方文化者實

為葡人，而據點則在澳門。

季老的關懷以及這次研討會對澳門文化的重視，

無疑對《文化雜誌》產生了很大的推動力。我們曾在

會上敦請中外學者重視澳門港與海上絲路關係的研

究。北京大學陳炎教授是海上絲路研究的首創者之

一，他也認為，澳門港在近代海上絲路起了龍頭作

用，會後就熱情賜稿《文化雜誌》，先後發表了〈澳

門在近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

〈澳門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兩

篇論文（15），有力地推動了《文化雜誌》對“澳門港

與海上絲路”這一具有獨特的世界近代史意義重大課題

的研究，引起一大批學者尤其是澳門史專家參與這一領

域的研究工作，帶動了澳門學術水準的提高。

《文化雜誌》迄今已獲得主要包括北京大學、中

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山大學、暨

南大學、廈門大學、南京大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福建省社會科學院等有關學術機構、研究所以及港臺

和海外首先是葡萄牙多所大學和歷史檔案館合共數十

位專家教授及具有碩博學位學者的信任和支持，迄今

已經湧現以“澳門與海上絲路”為碩士、博士學位課

題對象的研究生多達數十位，今後還將會成批地湧現，

一支“澳門學”的科研專材已經形成，這是在二十年前

不敢想象的。可以說吧，這也成了《文化雜誌》創刊迄

今有所依托之關鍵所在。這一切應合了十年前季羨林先

生指向的前景，也應合了當時陳炎教授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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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有越來越多的著名學者和政治家都在

展望未來的世紀將是太平洋的世紀的時候，重

溫澳門港在近代海上絲綢之路、東西海上交通

和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地位和那段舉世矚目

的歲月，是很有意義的。（16）

五

季羨林先生曾論及早期佛教與西域商人互相依賴

的關係（17），澳門中西諸教亦皆有隨俗附商的先例。

中山大學姜伯勤教授在《文化雜誌》（1993年秋冬季

合刊）開南禪與澳門研究風氣之先，發表〈大汕大師

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將在澳門堅守“中國

佛教圈”文化前沿陣地的普濟禪院開山祖師大汕通洋

干禁的俗世化（Secularization）創舉作為“中國近代

宗教倫理與商業精神”結緣之重大課題的一個例證，

提出了“南學”研究路向的一個突破性命題：“17世

紀活躍在南中國海的閩粵商人是否與中國禪宗在澳門

及南海地區的流播有所關連？”——這一具有突破性

的學術視野，毋疑大大有助於“澳門港與海上絲路”

歷史課題研究的深化，而為澳門史研究者提供了可稱

為“廣義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一個範例，那也就是姜

教授後來說的：“轉向以研究社會風氣和時代情感、

社會轉變中的價值變遷為重點的全新的方法。”（18）

1695年大汕前往越南，在會安見到閩商聚居的華僑社

會，“蓋會安各國客貨碼頭，沿河直街長三四里，名

大唐街，夾道行肆，比櫛而居悉閩人，仍先朝服飾，

婦人貿易。”大汕逗留會安十天設壇受戒三百餘人，

當地福建會館祭關公廟者達二百多人，那裡重建的彌

陀寺原來就是以前大汕的弟子弘果所建。會安的閩

商、閩僧皆與澳門港的貿易有關連，大汕應順化明王

阮主之請，就是靠那兒的一位閩僧牽線。

1993年春，梁披雲先生邀請季羨林先生、任繼愈

先生、饒宗頤先生以及數十位包括大陸、臺灣、港澳

和歐美學者在澳門舉行了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

術研討會”，會後成立“澳門文化研究會”，梁老親

任會長，特邀季老和任老為名譽會長。翌年初，澳門

文化研究會召開“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

大會論文結集之前先應官龍耀之請在《文化雜誌》第

十九期以葡、中、英三個版本互譯刊載，得到各方面

的重視。官龍耀在〈編者前言〉提到，這期內容完全

為歷史資料所佔據，“這些史料在把一種傳統、一種

將為集體所認同的作為依據的某種共識之基礎延續給

後代的過程中，特別是對於我們為達到這個不可爭議

的目的而必須保護的歷史寶庫來說，具有極其特殊的

意義。”由於各方歷史檔案專家的貢獻，讀者首次獲

得了有關葡萄牙及其屬地眾多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一

歷史檔案館以及澳、港、臺等庋藏的澳門史檔案和中

葡交往各種史料的可靠信息。L. F. 巴列度（19）為論文

集所寫序言之結段認為，澳門歷史文化“涉及太平

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即東方和西方。這座文明之爐

所融合的歷史與文化對當今與未來的國際關係毋疑是

一種貢獻。”此特輯收入有關澳門與海上絲路的論文

有施莉蘿（Leo Seabra）的〈17-18世紀澳門與暹羅關

係往來〉、馬明達教授的〈澳門與日中劍刀貿易〉、

紀宗安博士的〈澳門與歷史上的香料貿易〉等專題研

究，從各個角度擴大了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視野。

六

“澳門港與海上絲路”或者可以稱之為“澳門港

與海上白銀之路”，可能後者更適合於表述澳門港繁

盛時期對於中國的重要性，甚或可視之為中國封建社

會晚期社會質變的一個指標性的決定因素。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莊國土博士指出，早期的中

葡交往以和平通商為主，“澳門對中國社會的經濟功

能，遠不止提供了商稅、地租，補充了廣東庫藏，更

重要的是緩和了明朝閉關自守政策對中外經濟交流的

阻礙，使中國市場通過澳門，在一定程度上納入了東

西方直接貿易所形成的世界市場。”“澳門貿易在一

定程度上也緩和了海禁對中國海外貿易的危害。”而

且，“葡萄牙盤據澳門在客觀上還延緩了其他殖民國

對華軍事和經濟擴張。”“明朝中國政府與葡萄牙澳

門當局常麘手對付其它歐洲殖民者對澳門的覬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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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維護澳門的既定地位對雙方均有實際效益。”其

中最大的經濟效益“首先是明代後期對外貿易的發展

導致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不僅為

沿海居民提供了謀生之路，而且刺激了中國商品經濟

特別是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20）

通過海路，到了17世紀末的二十五年，歐洲“成

為中國茶葉的最大買主，而東南亞更早就成為中國出

口茶葉的市場，後來荷蘭人為了到廣州直接運走茶葉

投入了大量白銀，然而在通往巴達維亞的航線上，大

量走私的貨品就是茶葉。”Ptak因而說：“茶葉時

代”以及1717-1721年之間葡萄牙的偉大成就，仍然

屬於澳門歷史上輝煌的一頁。（21）17世紀後期是澳門

危機時期，與日本的貿易往來早在1640年結束，馬六

甲又落入荷蘭人之手，中斷了與果阿的聯繫，眼看白銀

流向別處，然而澳門的葡商抓住了望加錫、爪哇、勃

尼、帝汶、蘇祿、佛羅勒斯、暹羅、巴達維亞、巽他群

島、邦旦、勃尼－馬辰等大小通道，為了“澳門的生

存，為了履行對廣州市場的義務，澳門葡人頂妷政治上

和軍事上的各種不利因素，開闢了南中國海沿岸的市

場”，而終於在17世紀末打開了新的航線。“澳門面

對巨大的危難，然而它用戰勝歷史上無數艱難險阻的頑

強不屈和忠貞不渝精神再一次去度過難關。”（22）

七

研究明清海貿史並重點涉及港門港與海上絲路的

兩位中國中青年學者在《文化雜誌》上發表了不少重要

論文，一位是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博士，另

一位是暨南大學中國文化暨史籍所副教授張廷茂博士。

李金明博士〈17世紀初葡萄牙在澳門的貿易〉（23）

介紹了以澳門作為印度和日本航線中轉站的大商船

Carrack，葡文稱Nau de Trato，英國人稱其為Great

Ship from Amacon（來自阿媽港的大船），到16世紀

末這種大船最大的達2,000噸約120,000立方英尺裝貨

空間。葡船多數在廣州交易會購貨，年底購貨運往印

度洋，夏交會的貨則運往日本。王臨亨親眼見到從日

本回航廣州的每艘葡船以三十萬白銀投稅司納稅。

1600-1637年間從澳門出口到日本的生絲其中十年共

達884,289斤，最高一年達4,000擔。據載1591年前每

年一艘大船從日本帶走白銀600,000以上，加上每年

從印度帶回200,000。1619年後澳門有十艘船開往

馬尼拉，六年後一艘滿載貨物的葡船價值超過500,000

比索。163 0年從澳門出口到馬尼拉的貨物價值為

1,500,000比索，淨利達60,000克魯札多。那時，西班

牙人全靠澳門提供絲織品，“如果沒有澳門載來的貨

物，新西班牙的船隻將無貨可載。”（24）李博士在

〈清代前期澳門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與作用〉（25）一

文中論述平南王尚氏父子雄據嶺南三十年（1650 -

1680），以武力掩護把持澳門對外貿易，亦因此使澳

門獲免遷界之苦。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放海禁，

“加恩澳夷尤渥，凡船回澳，祇徵船稅。”（26）澳葡

接納各國來廣州商船，逕與香山縣牙行交易，無須經

廣州十三行。康熙五十六年（1717）宣佈禁止南洋貿

易，為澳門提供了獨佔南洋海貿的機遇，澳門馬上壟

斷了廣州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貿易，僅1718年在

澳門註冊往巴達維亞葡船就從9艘增至23艘，那些船

隻出入澳門的關稅就達二萬。

張廷茂博士所做的“澳門港與海上貿易”課題涉

獵外文文獻較多，在《文化雜誌》上發表的論文遂成系

列，迄今已見〈耶穌會士與澳門海上貿易〉（27）、

〈1580-1730年澳門－望加錫－帝汶貿易的發展〉（28）、

〈東南亞與明末澳門海上貿易〉（29）、〈明清交替之

際的澳門海上貿易〉（30）等，探索面較廣，英、葡文

資料之綜合利用對中文版讀者甚有助益。茲按張博士

論文發表之時序介紹其主要內容：澳門開埠迅速崛起

為遠東國際商貿大港，經過最初二十年發展，海貿開

始了為期半個多世紀的繁榮時期。然而在明清交替之

際，澳門葡人首先要面對的就是中國政局的變化。17

世紀30年代，澳門－望加錫－帝汶貿易成為澳門海外

貿易最為穩定的領域。這個領域沒有澳門－馬尼拉貿

易那樣的“制度障礙”，因為這一領域遠離當時的國

際貿易航線，澳門與當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17

世紀50年代，經望加錫到小巽他群島的貿易成為澳門

的主要貿易，加上澳門－越南貿易的發展，為澳門的

生存提供了經濟基礎。1641年馬六甲被荷蘭人攻佔，

許多天主教歐亞混血居民到望加錫和帝汶安家，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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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與該地的貿易發展起來。17世紀40年代，葡人

Larantuka建立了居留地，通過望加錫大做檀香木生

意，1644-1660年由澳門抵望加錫的商船共34艘，每

年運回澳門的檀香木為5,000擔。其實，早在16世紀後

半期，澳門葡船已直接到索洛島（Solor）運帝汶產的

檀香木。到17世紀20年代末，帝汶島檀香木年貿易量

高達7,802擔，運回利潤最高達兩倍。另外，澳門與越

南南北雙方皆有貿易關係，到17世紀20年代，澳門商

人牢固地確立了在越南對外貿易中的地位。1662年，

澳門商人以每年向會安派出貿易船為條件，說服阮氏禁

止同荷蘭人貿易，並向阮氏政權出口澳門鑄造的火炮。

張博士蒐集了大量例證論述耶穌會士在澳門的存

在，對澳門海上貿易的發展具有顯而易見的依存關

係。耶穌會士通過直接參與海上貿易，或扮演重要的

貿易中介角色，不僅獲得了維持傳教活動所必需的經

費，還獲得了在遠東國際商業聯繫中不可替代的角

色。借助於澳門大船往返所體現的東西方之間的經濟

聯繫，耶穌會士在遠西與遠東之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

橋樑。季羨林先生所指陸上絲路和尚與商人結伴而行

的現象，在海上絲路上亦“驚人地相似”而重現了：

“財神與上帝結伴”，“商人與教士同行”。張廷茂

博士得出了這樣的歷史結論：

澳門葡人以此為基地而經營的東西方國際

貿易，表現出了與歷史上絲綢之路貿易顯著不

同的時代特徵，即這條東西方國際貿易航線在

文化含量上超過以往的海上絲綢之路。更值得

注意的是，耶穌會對澳門的貿易依存，揭示了

文化交流與經貿關係的特殊聯繫；正是由於這

種特殊關係，以澳門為通道而實現的東西方文

化交流運動，在深度和廣度上超過了歷史上絲

路文化所起的重大作用。

八

最近，上海《社會科學報》刊載中國社會科學院

一位研究員寫的文章，有一段關於1800年的統計資料

耐人尋思：

⋯⋯必須指出，“西方中心論”是錯誤

的，世界經濟早已存在，14-18世紀，世界經濟

的中心是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1750年亞

洲人口佔世界人口的66%，生產佔80%。在

1500-1800年之間，歐洲進口中國的絲綢、茶葉

和瓷器，幾乎沒有可以交換的產品，祇能出口

白銀來交換，特別是在征服美洲以後開採銀礦

來交換。1800年中國人均收入228美元，英法

祇有150-200美元。（31）

回頭看《文化雜誌》第39期（1999年夏季刊）刊

載武漢大學世界經濟系博士研究生梅新育的論文〈明

季以降白銀內流及其對中國經濟制度之影響——兼論

澳門在其中的作用〉，對19世紀之前的明清時期世界

經濟中心在亞洲（首先是中國）作了相當深入的論

證。看來，我們將與澳門港緊密牽聯的海上絲路稱為

海上銀路是有充份依據的。

早在明代，澳門就是被當作一個“化外之地”的

海貿開放港模式加以優先利用的。自明季遠東遠西航

路開通截至清嘉慶五年（1800），中國保持了鉅額的

貿易順差（除明清鼎革之際短期中斷之外）長達二百

五十年之久。1571-1821年間，輸入馬尼拉的美洲白

銀共計四億比索，多半轉輸中國，部份輸入歐洲的美

洲白銀也通過貿易轉運澳門流入中國。從16世紀70年

代到17世紀30年代，日本每年運出白銀從50萬兩遞增

到高達300萬兩，其中大部份被葡萄牙大商帆運來中

國。據德川幕府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的幕僚新井白石

調查，僅慶長六年至正保四年（明萬曆十九年至清順

治四年，1601-1647），日本白銀輸出總量即達7,480

萬兩以上，其中大半輸入中國。17世紀初，每年僅直

接出口巴達維亞（菲律賓）和由葡人輸往日本的中國

商品價值即達白銀427-487萬兩。萬曆九年（1581）

張居正內閣進行歷史性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在全國

全面推行由龐尚鵬、海瑞等人首創及付諸實驗的一條

鞭法，促使鉅額白銀內流支撐其作為本位貨幣的地

位，標誌妷中國貨幣財政制度最終確立，大大地有利



130

歷

史

澳
門
港
與
海
上
絲
路
　
　
澳
門
︽
文
化
雜
誌
︾
反
映
的
研
究
成
果

文 化 雜 誌 2002

於破壞農奴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使江南沿海

資本主義萌芽生長加速。（32）

澳門開埠的根本原因是當時明政府被迫順應本國

傳統體制內發生的新的生產關係萌芽，尤其是在沿海

地區出現商業資本發展勢頭迅猛的形勢下而不得不實

行有限度的開放政策所致。始於嘉靖初年至萬曆二十

年通行於全國的“一條鞭法”的賦稅貨幣化興革，就

是為了挽救土地所有制佔有形式的變化而導致東方專

制主義和傳統生產方式的危機而設計的，它又是國內

商品貨幣經濟衝擊的結果，反過來則有力地誘發了國

內外商品貨幣交換的強烈慾望。因此，澳門開埠的歷

史背景就顯得愈加複雜，它牽扯了遠東和遠西幾乎是

整個世界的互動連鎖反應。不僅為預兆中國傳統的

“亞細亞生產方式”之歷史終結敲響了警鐘，也在物

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直接或間接地加速了歐洲社會由商

業資本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的歷史飛躍進程。與此互

相回應的是，多個世紀以來，東西方的啟蒙運動亦出現

了彼此影響互相呼應而漸形浩大的聲勢。16世紀西方

和東方的海上遇合，為真正的世界史揭開了近現代文明

的序幕，而Macau（澳門港）的崛起則為東西方經濟和

文化會通提供了一個牢固的不可替代的鍥合點。（33）

九

《文化雜誌》（不僅中文版，葡文版和英文版亦

相當注重於）刊載含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澳門史料之新

發現、比較研究以及對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歷

史作用的評價。《文化雜誌》創刊十五年來的學術路

向亦與時俱進地反映了近現代史領域對“歐洲中心

論”影響的清理和對極“左”思潮文化取消主義干擾

的警覺，對早期近代以來東西方交往之衝激與融合

（可視為今天所說的“世界一體化”的起點）的大歷

史觀課題以及澳門港對東西文明遇合所起的客觀歷史

作用如何定位的課題，盡可能地回應學術前沿的呼

聲，進行敞開的積極的討論。中國厚重的文明一直引

起西方歷史學家的特殊興趣，而澳門則是自16世紀以

降可供直接透視中國近現代社會演進的一個特殊觀察

點。四個多世紀以來，澳門自始至終擔當東西方交往

的觸媒角色，相當清晰地為歷史學家們觀察中國社會

內部演變的壯闊全景提供了一個真實生動的視窗。我

們比較欣賞布羅代爾和柯文的看法。布氏曾經提出一

個有關中國文明的雙重問題：明代的中國為甚麼在發

動一系列海外遠征並取得成功之後（早於葡萄牙人繞

過好望角），錯過了或者說拒絕了對外擴張的機會？

另外，中國出於甚麼原因在許多主要技術上領先於歐

洲幾個世紀的情況下自滿於保持這些優勢而不是發展

它們呢？布羅代爾夫人說：“如果布氏依然在世，一

定會以極大的好奇注視今天中國對待資本主義的方

式；並且堅信，倘若布氏持論正確，中國會以自己獨

特的方式改造資本主義。”中國當前正在開闢的“一

國兩制”之嶄新的社會制度，毋疑將極大地豐富具有

全球規模的現代資本主義經典理論。21世紀的澳門，

由於它直接介入“一國兩制”的實驗場，必將獲得舉

世矚目的獨特地位，因而它亦必將成為可供檢測中國

未來發展的一個敏感而準確的特殊觀察點。

在美國提倡“中國中心觀”史學理論的柯文

（Cohen, Paul A.）也認為，在19世紀西方全面入侵

之前或在此之外，中國發生的具有重大意義的變化，

毋疑是內部演變的產物。中國本土社會是一個“自身

不斷變化的實體，具有自己的運動能力和強力的內在

方向感。”柯文提出“中國中心取向”所概括的思想

是，19-20世紀的中國歷史有一種從18世紀和更早時期

發展過來的內在結構和趨向。若干塑造歷史的極為重

要的力量一直在發揮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的增

長與疆域的擴大，農村經濟的商業化，社會各階層在

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而西方的登場製造了種

種新問題，但柯文認為，由此也製造了一種“新的情

境（context）”。他說：“儘管中國的情境日益受到

西方的影響，這個社會的內在歷史自始至終依然是中

國的。”（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

澳門史的研究者必須徹底擺脫“殖民地史”的陳

舊框架，不能再盲目附和地老是將澳門四個世紀以來

的歷史進程視為葡萄牙擴張史的延續了。正如澳門的

主權從來就屬於中國的那樣，早在明代，澳門就是被

當作“化外之地”的一個開放港模式加以利用的。如

果以西方中心或種族中心史觀包括“衝擊－回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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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傳統－近代”模式和帝國主義模式來生搬硬套

所謂的“澳門模式”藉以作為研究澳門過往政治經濟

和社會史的框架，那就是無視中國社會發展的強大的

原動力，亦有悖於歷史辯證質變的客觀真實。

曾為美國麻省大學天文系博士後研究員、現任臺

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專任教授兼清蔚園網際網路知

識園區館長和清華網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的著名學者

黃一農先生謬獎《文化雜誌》“是目前介紹中歐文明

最受歡迎且製作品質最高的期刊”，“事實上，就中

歐文明交流這個領域而言，目前尚無其它雜誌能出貴

刊之右，很希望能聽聽你們重新出發的消息。”（32）

當然，敝刊將繼續將中外學者的關懷和愛惜視為一種

鼓舞和鞭策的精神力量。

藉此良辰美景，我們懷妷內心平靜的喜悅，向關

心澳門社會繁榮、以促進人類文化交流為能事的諸位

師友報告有關“澳門文化沙漠”的兩則最新消息：其

一、澳門正在以從媽閣廟經鄭觀應故居到聖保祿教堂

遺址共十多座歷史文物建築向聯合國組織申報“人類

文化遺產”項目；其二，《文化雜誌》中文版和國際

版即將在2002年春季以嶄新面目復刊！

感謝諸位師長、友好的關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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